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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来华之初的路易·艾黎 

 

2017 年 4 月 21 日正值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华 90 周年纪念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贺信中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

华工作生活 60 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

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927 年来华，1933 年与宋庆龄相识，两人自此结

下跨越 50 载的革命友谊。1930 年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参

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收留庇护地下党员，创办《中国呼声》杂志以唤醒国人。在抗

日战争时期，他们携手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通过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

援助、进行抗战宣传、开展生产自救、援助抗日根据地建设以支援抗战，巩固经济国防。新



中国成立后，他们共同倡导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促进

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一、为中国革命吸引来华 

 

1897 年 12 月 2 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一户教师家庭。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1916 年），艾黎高中毕业，他自愿报名应征入伍，作为新西兰远征

军步兵团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前线参战。战后，伤愈出院的艾黎于 1919 年退伍回到新西兰经

营农场。1925 年，艾黎偶然读到报刊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意前往中国，去探寻

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1901 年艾黎一家的合影，左起：姐姐格温、小弟皮普、 

大哥埃里克、母亲克拉拉、父亲弗雷德里克和路易·艾黎 

 

1917 年路易·艾黎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戎装照 

 

1926 年 12 月，艾黎结束了在新西兰莫瓦蒂亚的农场生活，几经辗转，终于在 1927 年

4 月 21 日平安抵沪。抵达上海的第二天，经友人推荐，艾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

录用，担任工部局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10 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

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路易·艾黎入职火政处的公函（上海市档案馆藏） 

 

路易·艾黎担任小队长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虹口救火会（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来沪初期，艾黎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提到：“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许多古典式

的豪宅就坐落于花园和林荫道中”，“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

如”。通过实地走访，上海的贫富悬殊也让艾黎感到震惊。随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

的了解，艾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半后，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从此

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路易·艾黎（前排右二）任工部局火政处督察时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艾黎从英文报刊上读到了宋庆龄的报道。当

时身在汉口的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 7 月 14 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

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同年 8 月，宋庆龄乘船转赴苏联，

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7 年宋庆龄在武汉留影 

 

1929 年 5 月宋庆龄从德国转道苏联回国，6 月 1 日参加孙中山灵榇移葬南京中山陵的

奉安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目睹了她进入享堂。在

艾黎看来，宋庆龄是当时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在此前后，艾黎还通过阅读美国

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对书中叙述的

宋庆龄在武汉和苏联的个人经历有了初步印象。 



 

1929 年 6 月 1 日，路易·艾黎站在孙中山灵柩迁葬 

南京的奉安大典观礼人群中，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二、上海的地下斗争 

 

1933 年，艾黎在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

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 1922 年她从陈

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

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 29 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

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3 年路易·艾黎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与其相识 

 

1934 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

学习小组。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

调查。1935 年 5 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工部局工厂督查这一职业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

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

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

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

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

联系。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

11 月 7 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

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1935 年 11 月 7 日，宋庆龄致路易·艾黎函（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宋庆龄曾为红军运送过一箱手枪和子弹，她亲自去沪东取出来后，一路通过公共租界和

法租界的所有卡哨，最后将之转移到艾黎家暂存。直到 1938 年艾黎离开上海时才将枪弹送

到宋庆龄指定的另一处地点。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

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还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

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

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

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晚年刘鼎与路易·艾黎合影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

“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

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上海的岁月中，艾黎还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杂

志。在编辑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呼声》首期

于 1936 年 3 月 15 日出版。 

 

1936 年 3 月 15 日出版的《中国呼声》创刊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自创刊起，宋庆龄就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杂志提供稿件，还

“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

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她转给杂志编辑的。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

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有：《岳

飞——中国的爱国者》《法西斯战争的后果》《日本的致命弱点》《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

《绥远——要塞》《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等十余篇文章。 

 

 
1936 年春，为庆贺《中国呼声》的出版，宋庆龄特意组织大家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图

为宋庆龄（右二）与路易·艾黎（右一）、格兰尼奇夫妇（左一、左二）等人在杭州钱塘江

边的合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路易·艾黎保存的《中国呼声》最后一期印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 月 23 日清晨，宋

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臂走

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他们。

12 月 26 日，宋庆龄安全抵达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三、发起工合运动与保盟并肩战斗 

 

1937 年底，日军完全占领上海的华界地区，开始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进行疯狂

的战略物资掠夺和破坏。艾黎目睹了遍布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废墟，日本人不断装载掠夺来的

机械和废铁，用货船运往本国。在艾黎看来，“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

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仅上海一地就约有 60

万工人失业、衣食无着，在街头坐以待毙。 

 

 

从路易·艾黎好友斯诺夫妇居住的公寓远望苏州河以北华界战火，漫天硝烟，一片惨象 



 
1938 年，路易·艾黎（左二）与友人海伦·斯诺 

（右五）、王安娜（右三）在上海伤兵医院慰问伤残士兵 

 

受美国友人海伦·斯诺的启发，艾黎开始思考如何以他“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

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将失业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抗战工业。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

多次商讨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

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等目标合在一起的工业

合作设想。随后，他们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又称“中国工业合作

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

论研究。与会者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

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一组织的群众性，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

性，并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酝酿工合运动过程中，艾黎随时将情况告诉在香港的宋庆龄，得到其“百分之百地支

持”。1938 年 7 月，艾黎辞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查职务，乘船赴香港向宋庆龄汇

报工合运动的实施计划。宋庆龄对实施计划十分赞同，并积极联系她的弟弟宋子文，为工合

筹划了急需的启动资金。 

 

 

1938 年 7 月 5 日《大陆报》刊载的“路易·艾黎—— 

工厂问题专家赴汉口工作”报道（上海市档案馆藏） 



 

1938 年 8 月，艾黎从香港飞抵武汉，向宋美龄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游说他拟定的工

合计划。由于该计划已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外加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柯尔爵士的积极斡旋，

宋美龄亦十分赞同。1938 年 8 月 5 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

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时代理总干事一职。 

 

 

1938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正式成立 

 

在武汉期间，艾黎还向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博古（即秦邦宪）汇报开展工合运动的

计划。周恩来对艾黎的工作鼓励有加，勉励他继续推进下去。博古则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

望使工合成为一项支持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并来延安开展工作。他建议艾黎游说政府尽可

能将更多的工业设施从武汉转移至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很可能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他还请艾

黎尽力支援中共新四军根据地的后方经济。艾黎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后续开展工合运动中

予以落实。 

 

 

1938 年，中共长江局领导成员在武汉合影。左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明、叶剑英 

 



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工合在全国非沦陷区共组织了近 6000 个合作社，并投入生产。

1939 年末，艾黎亲赴陕北边区访问，筹建延安工合事务所。至 1942 年 9 月底，延安地区已

成立有 41 个合作社。艾黎担任主任的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共组织了 600 个合作社，并在新

四军根据地所在的茂名建立一所仓库，在绥安建立了一所专门为新四军维修、生产军需品的

机械厂，在于都、瑞金、长汀、宁都和兴国，也都建立了工合事务所。 

 

 

1939 年末，路易·艾黎（左一）与工合延安事务所成员在窑洞前合影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之前，宋庆龄于 1938 年 6 月 14 日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

并亲任主席。因共同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方针，中国工合运动始终得到了宋庆龄及其领导

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 

 

 
1938 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

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诺曼·法郎士、廖承志 

 

保盟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和推动首先体现在宣传工作上。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通过

演讲、撰文，以及与国际援华机构、个人通信等方式宣传工合的性质和作用，呼吁援助新生

的中国工合事业。1938 年 8 月 15 日，宋庆龄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广播演讲，呼

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合运

动。 

 



 

1939 年《今日中国》杂志刊登的宋庆龄向美国世 

界青年大会广播《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演讲摘录 

 

1939 年 12 月，宋庆龄又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香港

促进社”）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

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 1940 年

4 月，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联袂从香港飞赴四川，一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

多个工业合作社。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

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

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 

 

保盟的英文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保卫中国同盟年报》，经常刊载有

关工合运动的报道和工作报告。在 1938-1939 年度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中，开篇卷首刊

载了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一文，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

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

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

条新的道路”。 



 

 
《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图文报道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作为图文并茂的新闻月刊，对工合运动和艾黎的报道则更为

丰富得多，陆续报道了《请援助西北》《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工合的“孤军”》《支援中

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以及艾黎于 1941 年 4 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

艾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在香港很高兴地看到，以中央银行的钟秉锋先生为首的中国工

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以香港主教为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都开展了积极的工

作，后者致力于把海外友人努力的联合起来，以帮助工合运动。对于全中国的工合成员来说，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鼓舞。”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载的路易·艾黎 

1941 年 4 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 

 

艾黎提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简称“工合香港促进社”），由宋庆龄和艾黎、

斯诺等人团结国内外知名人士于 1939 年 1 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之所以选定香港，是因为宋

庆龄和艾黎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工合的援助，并将援助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特

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不受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和中饱私囊。艾黎曾说：“外国朋友



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因此，宋庆龄始终担任工合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首任执

行主席为美国友人浦爱德（Ida Pruitt，中文名又作“普爱德”、“普艾达”），艾黎、斯诺等 20 余

人为委员。同年 5 月，宋庆龄前往香港码头迎接从莫斯科来港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

顾淑型夫妇，并对陈翰笙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不久，陈翰

笙即出任工合香港促进社代理主席，顾淑型也在协助艾黎开展工合事务。 

 

 
1939 年，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工合香港促进社部分成员合影。 

右起：陈翰笙、浦爱德、路易·艾黎、何明华、郑铁如 

 

1940 年出版的《经济的新堡垒——介绍中国工业合作社》书中所附《工合人名录》 

 

1939 年 7 月 21 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又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

国际协会”或“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

艾黎任实地秘书。组织工合国际协会的目的在于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界对工合运动的援

助，使援助资金不受重庆官方领导的中国工合协会的控制和支配。宋庆龄非常支持工合国际

的工作，但没有担任过工合国际的名誉主席。在艾黎记忆中，宋庆龄介绍过许多人才到工合

国际协会工作。 



  
1940 年出版的《工合两年》扉页上的工合国际 

协会和香港促进社人员名单（上海市档案馆藏）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用于援助中国工

合事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 1941 年 7、8 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 11 月举办的嘉年

华会暨工合展览会。“一碗饭运动” 以每券港币 2 元售价发售餐券 2 万张，认购者持券到提

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宋庆

龄亲自参与筹备，主持开幕及闭幕典礼，并发表演讲，阐明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两个

月期间，“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 22144.95 元港币和 615 元法币，英国

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 2000 多元港币，使之凑足 25000 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

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一碗饭运动在香港”新闻报道 

 

为配合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募款活动，艾黎也两度专程从内地前往香港，以中国工业合

作协会技术顾问的身份协助开展工作。在 1941 年 7 月 1 日“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特别放

映了一部艾黎跋涉千里拍摄的工合影片，艾黎亲自向观众解说片中各镜头的意义，使大家对

正在开展的工合事业印象深刻。 

 



 

1941 年 7 月 16 日，宋庆龄致函路易·艾黎，解释自己因忙于工作而无法分身同他会面。她

深情写道：“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 

 

1941 年 11 月 11 日，保卫中国同盟又与工合国际在香港南华体育场旁的海军操场，共

同举办集休闲娱乐、商品展销于一体的大型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轰动全港。宋庆龄出席

开幕式并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支持工合运动的英、美等国友好人士表示感谢。开幕

式结束后，宋庆龄和艾黎等人还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百余种展品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工业合

作社生产的毛毯、丝织品、化工、机电等产品，其中许多是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从

内地运到香港的。据统计，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累计吸引观众达 100 多万人次参与，共筹

得港币 2 万元。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保盟为支援工合举办的又一次声势浩大、引人注目

的活动。 

 

 
宋庆龄在嘉年华会开幕式上演讲 



 

1941 年 11 月 13 日，香港《华商报》报道的“工合展览在嘉年华会” 

 

四、创办培黎学校获宋庆龄援助 

 

皖南事变以后随着国共合作关系走向破裂，1942 年底，艾黎因为长期支援中共抗日根

据地的工合事业，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业合作协会以“通共”为由解雇。后来，艾黎以工合

国际实地秘书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将全部精力用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 

 

 

路易·艾黎与成都培黎学校学生合影 

 

早在工合运动兴起之初，艾黎就意识到，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对工人进行管理和技术



培训，故 1941 年起，艾黎就在江西赣州、陕西宝鸡和双石铺、四川成都等地试办培黎学校

培训技术工人，同时免费招收贫苦学生就读。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抗战局势的变化，后来又集

中西迁至甘肃兰州和山丹县，继续扩大办学规模。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给学生上晨课 

 

宋庆龄始终关心着艾黎的教育事业。1945 年 5 月，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夫妇函中提到：

“我们（指她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举行两场舞会，希望能筹集到两百万元，用

于培黎学校和由贺耀祖夫人主管的难童收容所。” 

 

 
1945 年 5 月 10 日，重庆《大公报》对宋庆龄举办舞会为工合培黎学校筹款的报道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于 11 月从重庆回到上海。12 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中指出：“中

国的战后重建时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新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利

用社会团体的力量，中国福利基金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是中国福

利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艾黎的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 

 



 

1946 年 5 月 23 日，路易·艾黎致函宋庆龄，感谢她对 

培黎学校实验室的资助（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1948 年，宋庆龄曾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旅外代

表陈永淦去甘肃山丹县视察培黎学校。据陈永淦回忆：“1948 年 10 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

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

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地酒，交给培黎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我完成了

这一任务，艾黎和我在培黎学校校门前，还拍照留念。” 

 

 

1948 年 10 月，路易·艾黎与陈永淦在山丹的合影（陈计红女士提供） 

 

艾黎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会的关系一直很好。你主持的领

养工作（指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 

 

 

 



五、老而弥笃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决定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当山丹

培黎学校移交给石油管理部门之后，艾黎定居北京，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和

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声援受麦肯锡主义迫害的美国友人鲍威尔夫

妇。 

 

 

1952 年 10 月，路易·艾黎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新西兰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 

 

1956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路易·艾黎 

撰《鲍惠尔案是对美国人民新的进攻》长文 

 

19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

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发表演讲、起草会议决议、写诗著文，为宣传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做了

许多工作。 

 



 

19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路易·艾黎作为中国人民 

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1953 年起，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翻译出版中国的诗歌，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友人的

怀念之情；他走遍中国各地，写下了对人民中国的切身感受；他长期在《中国建设》《东方

地平线》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新西兰家乡出版著作，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

音。据统计，路易·艾黎先后出版了三十余部如纪实采访、诗歌和翻译著作。 

 

 

路易·艾黎发表出版的 30 余部著作 

 

1963 年，宋庆龄读过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英文版后十分欣赏，特意推荐

给身边的英文秘书。上海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宋庆龄收藏的 20 余本艾黎的赠书。 

 

 



 
路易·艾黎赠予宋庆龄的《胡笳十八拍》，扉页有他的亲笔题赠寄语 

 

在《病树前头万木春》诗集中，附有一张艾黎写于 1963 年 2 月 16 日的便笺，称呼宋

庆龄为“阿姨”，落款署名戏称“你的瘦侄子 比尔”，因宋庆龄曾建议艾黎减肥，这张便笺也是

他们数十年深厚友情的见证。 

 

  

1963 年路易·艾黎赠予宋庆龄的《病树前头万木 

春》诗集。书中另附有艾黎致宋庆龄的一封短笺 

 

宋庆龄与艾黎之间的友谊在他们的晚年更趋深厚。“文革”中，许多在华的外国友人都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人身限制，艾黎也未能幸免。宋庆龄为保护艾黎，1968 年 8 月 31 日，

亲笔为艾黎写了封证明书，她写道：“我觉得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

友，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亲笔证明书也使艾黎免遭怀疑和迫害。事后，宋庆龄对送证明书

的秘书张珏说：“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 

 



  
1968 年 8 月 31 日，宋庆龄为路易·艾黎出具的证明书（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藏） 

 

在每年春节、元旦宋庆龄收到的贺卡里，艾黎的一份是最醒目的，这是用他拍摄的儿童

照片特别印制的相册贺卡。宋庆龄有时也用艾黎定制的贺卡，写上祝福语赠送友人。 

 

为艾黎庆祝生日是宋庆龄晚年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时甚至提前数月就开始准备艾黎喜

欢的食品、邀请宴会宾客。她还事先告诉寓所工作人员，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

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并留下了许多为艾黎庆祝生日的合影。 

 

1980 年 12 月 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为艾黎庆祝生日的照片上，艾黎正在切蛋糕，宋庆

龄高兴地在旁拍手称庆，气氛十分温馨，宋戏称他为“Rewi boy”。这是宋庆龄为艾黎庆祝的

最后一个生日。 

 

 

1980 年 12 月 2 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庆祝路易·艾黎 83 岁生日 

 

1981 年春，宋庆龄被医生诊断患上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5 月 14 日晚，宋庆龄的病情

突然恶化。次日凌晨 3 点，得到宋庆龄病危紧急通知的艾黎，立即起身前往探视。艾黎来到

宋宅后，宋庆龄已不能说话，但能听得见，神志也还清楚。在宋庆龄的病床前，艾黎说了声

“路易在这里”，双眼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宋庆龄似乎听见了他的呼唤，隐约点了点头，这

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1 年 5 月 29 日，宋庆龄逝世当晚，艾黎前往宋庆龄寓所瞻仰遗

容，同时参加治丧委员会为她守灵。 



 

 

1981 年 5 月 15 日，路易·艾黎在日记中写下的探视宋庆龄病情的记录 

 

1981 年 6 月 4 日，宋庆龄骨灰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举行。艾黎作为列

名第一的宋庆龄外国友人来沪出席安葬典礼，将一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

的墓前。 

 

 
1981 年 6 月 4 日，路易·艾黎把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上 

 

六、永不消逝的记忆 

 

斯人已去，空余思念。在宋庆龄逝世后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艾黎思及往事，心潮难平，

在两天内写下了五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宋庆龄，以寄托他的哀思。1981 年 5 月 29

日当晚，艾黎就写下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刊发于次日的《工人



日报》。他在文中写道：“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使人鼓舞，

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1981 年 5 月 30 日，《工人日报》刊载的路易·艾黎 

撰《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 

 

是年 9 月，艾黎又在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中发表了《回忆宋庆龄》长篇

文章，饱含深情地回忆他们风雨同舟五十载的革命情谊。在艾黎 1986 年出版的《自传》中，

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巨星陨落”的文章纪念宋庆龄。  

 

 

1981 年 9 月《中国建设》（纪念宋庆龄特刊）中刊载的路易·艾黎撰《回忆与思索》一文 

 

1986 年 5 月 29 日宋庆龄逝世五周年时，艾黎抱病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

务院和全国政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的纪念碑落成典礼，他发言讲到：“我很感激收到这一邀

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

表。” 

 



 

1986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上海宋庆龄陵园举行纪念碑

的落成典礼，路易·艾黎（左二）抱病来上海参加，图为典礼上他与习仲勋（左一）等人的

合影 

 

1987 年 12 月 27 日，艾黎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 90 年的传奇人生，而这其中有 60 年

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促使一个新西兰人来到中国，并在此度过他的

一生？艾黎曾自言“伟大的革命带来了好处，它激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正象它如今仍然激

荡着我们；同我一道走过来的人们，至今把我当做同行者的人们……多种因素把我同中国联

系在一起……我始终感到欣慰，由于曾经在这条或那条道路分担它伟人的抱负。”宋庆龄正是

使他踏上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并不断给予他激励和力量。 

 

 

1987 年 4 月 21 日艾黎来华 60 周年之际，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行庆祝招待会 


